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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研究 

赵磊  方成  丁烨 

摘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选取生产和生活两类指标，运用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模型，对 1997—2011年期间浙

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指标整体差异扩大，极化效

应逐渐增强，生活指标整体差异与极化效应则缓慢变动，生产指标整体差异程度和空间极化效应要高于生活指标；

县域经济发展地区间差异与地理分区个数成反比，地区内差异则与地理分区个数成正比；在二区域地理分区条件下，

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极化效应均呈现增强趋势，两极分化现象加剧；生产指标在三区域和四区域之间的极化效

应变动基本保持稳定，生活指标则在三种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均呈现显著增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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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区域经济非均衡机制的深入拓展研究，经济体的极化现象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正如 Esteban 和 Ray 所言，极化实

质上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中间阶层消失”或“向极点集聚”的现象
[1]
。 

国外最初研究认为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最终反映在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上，所以早期学者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极化现象
[2]
，但

基尼系数反映的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非均衡程度。 

Esteban 等测度了五个 OECD 国家(加拿大、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1970—2000 年家庭年均的 Esteban-Ray 极化指数
[3]
。

Fedorov 对俄罗斯 1990—1999 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消费支出差异的 EstebanRay 和 Kanbur-Zhang 极化指数进行测算分解
[4]
。

Ezcurra 等分别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和 Esteban-Ray 极化指数分别对欧洲 1977—1999 年人均收入分布动态的整

体差异与极化水平进行定量分析
[5]
。Gasparini等研究发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呈现高度极化态势，加勒比国家经济发展的极

化上升趋势较为平缓(墨西哥、尼加拉瓜和秘鲁除外)
[6]
。Duro 通过测算全样本 EGR 极化指数显示，1960—2000 年期间国际收入

极化态势呈现倒 U 型特征，当分别将中国和印度不纳入样本范围时，国际收入的极化水平却出现恶化趋势，所以要谨慎对待上

述国际收入极化趋降的乐观观点
[7]
。此外，Zhang 和 Kanbur分别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

[8-10]
。 

进入 21世纪，国内对区域经济发展极化现象的定量研究开始出现。在全国层面上，郭腾云利用 Esteban-Ray和崔—王极化

指数在区域经济总量上定量考察了 1952—2000 年全国省市区经济空间极化变化趋势
[11]
。随后，芦惠等定量分析了 2000—2010

年国内区域经济极化演变过程与格局
[12]
。在区域层面上，李秀伟等利用 Wolfson 和崔—王极化指数首先对东北三省区域经济极

化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定量评估
[13]
，此后，赵映慧等运用 Kanbur-Zhang极化指数测度了东北地区三大城市群之间的极化水平

[14]
。

孙平军等首先以主成分分析构建城镇集聚能力作为研究指标，同样利用 Wolfson 和崔—王极化指数揭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空

间极化过程
[15]

。叶磊等利用 Esteban-Ray和崔—王极化指数对长三角地区 1990—2010年的经济极化趋势进行了相应测度，研究

发现长三角地区极化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16]
。在省际区域上，欧向军等定量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及其动力机制，随后，

又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17-18]

。 

1  样本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样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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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浙江省共有 69 个县(市、区)，包括 22 个县级市、35 个县、11 个市辖区和 1 个自治县。浙江省县域区划调

整主要集中在 1992—2002年时间段内，随着浙江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发展开始从外延数量扩张向内涵精

明增长转变，培育经济中心、培育特大都市，成为此时期新的城市发展战略。1992年，温州撤销瓯海县，设立瓯海区；1994年，

椒江市和黄岩市成为新设台州市辖区；2000年，金华撤销金华县，并入金华市辖区；2001年，杭州市撤销萧山市和余杭市，设

立萧山区和余杭区，与此同时，衢州撤销衢县，并入市辖区；2002 年，宁波撤销鄞县，设立鄞州区。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一

致性，本研究根据最新调整后的县域单元数量，对当期未进行调整的县域单元数据进行归并处理。样本数据来自 1992—2012年

《浙江统计年鉴》。 

浙江模式尤以其县域经济发展为典型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从“资源弱省”跃升为“经济强省”，县域经济所起的主

导作用毋庸置疑。2011年，浙江省 GDP总量 3.2万亿元，其中县域经济总量则占 2/3；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独占 27席，说明

县域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源泉。1980年代，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初期，浙江省大胆放权，

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并通过连续四轮“强县扩权”，使“省管县”体制由财政体制逐步拓展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在切

实贯彻“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背景下，浙江省县域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浙江省内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程度增强，

伴随着县域经济的强势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扩大，极化现象愈发显著。例如，2011年浙东北地区人均 GDP为 83140元，

而浙西南地区人均 GDP为 51455元，前者是后者的 1.6倍。浙东北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人均 GDP 全省最高，为 128727元；浙西南

地区温州市文成县人均 GDP 全省最低，为 12520 元，前者是后者的 10.3 倍。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 69 个县(市、区)为研究对

象，在进行划分区域基础上，对其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过程进行测算分析，从而揭示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

变特征，为保持其平稳、健康与快速增长提供决策依据。 

1.2  数据来源 

在我国既有统计指标体系中，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分类有两种
[18]

：一是生产水平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等)；

二是生活水平指标(如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与一致性，本文分别选取人均 GDP 和县域经济

密度作为生产水平的测量指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生活水平的测量指标，依次使用区域经济

差异系数测度方法与空间极化指数测度方法，客观定量地刻画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形态。本文所选数据均来源于 1998—

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研究方法 

1.3.1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主要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是区域经济学测度经济差异的通用指标，尤以人口加权基尼系数为主，公

式为： 

 

式中：yi为 i区域人均 GDP； 是 yi均值；f(yi)为 i区域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N为样本个数。 

1.3.2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可以将经济发展差异按地区结构进行多层次分解，即可以将经济发展的县域差异分解成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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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μ为县域经济指标均值；g为组数；BT为地带间差异；WT为地带内差异。 

1.3.3  Esteban-Ray指数。 

Esteban-Ray 指数(简称 ER 指数)对相互比较的两个变量赋以不同的权重，权重的取值由组内样本容量与总体样本容量的比

值确定，其公式如下： 

 

式中：A和α分别为标准化系数和敏感度系数，α∈(0，1.6)，本文取α=1.5。 

1.3.4  崔—王指数。 

崔—王指数(简称 TW指数)是 TsuiKai-yuen和 Wang You-qiang利用“两极分化”和“扩散增加”两部分顺序公理推导出一

组新的极化测度指数
[19]

，其公式如下： 

 

式中：N为全部地理区域总人口的数；πi为 i地理区域的人口；k为地理区域个数；m为 i地理区域经济要素的中位数；θ

为正的常数标量；r∈(0，1)，本文取θ=0.5，r=0.5。 

1.3.5  Kanbur-Zhang指数。 

ER 指数和 TW 指数值域处于 0(无极化)和 1(完全极化)之间，越趋向 1，表明极化程度越高。以上两种极化指数仅是从定量

角度验证整体区域是否存在极化现象这一客观事实，但并不能解释整体内部分区域极化程度变动情况。为此，在对整体全局进

行地理分区基础上，KanburZhang 指数(简称 KZ 指数)通过地带间差异与地带内差异之比来反映区域之间的极化现象。只要对整

体地理区域进行标准化分类，通过判断 KZ指数变化趋势，即可洞析按此标准分类的区域经济极化的动力大小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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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过程 

以浙江省 69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1997—2011年为样本时序，依次运用两种差异系数与三类极化指数，分别对浙江省县

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的时变趋势进行定量测度与对比分析。 

2.1  生产指标整体差异扩大，极化效应逐渐增强 

两种县域经济发展生产水平指标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1。根据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结果，两者变动趋势基

本一致，表明县域人均 GDP 和县域经济密度整体空间差异逐渐扩大，即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渐次增强。县域

人均 GDP 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 1997 年的 0.2736 和 0.1324 上升到 2011 年的 0.3058 和 0.1585，分别绝对增加了 0.0322

和 0.0261，相对增加了 11.77%和 19.71%，年均增幅分别为 0.81%和 1.32%。县域经济密度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 1997年的

0.4609和 0.452上升到 2011年的 0.503和 0.526，分别绝对增加了 0.0421和 0.074，相对增加了 9.13%和 16.37%，年均增幅分

别为 0.63%和 1.11%。与其相应，根据极化指数测算结果，县域人均 GDP和县域经济密度空间极化演变过程也基本类似，生产水

平呈现出极化效应增强态势。县域人均 GDP 的 ER 指数和 TW 指数分别从 1997 年的 0.294 和 0.3201 扩大到 2011 年的 0.3444 和

0.3474，绝对量分别增加了 0.0504和 0.0273，相对扩大了 17.14%和 8.53%，年均增幅分别为 1.15%和 0.62%。县域经济密度 ER

指数和 TW指数分别从 1997年的 0.5155 和 0.514扩大到 2011年的 0.5949 和 0.5905，绝对量分别增加了 0.0794 和 0.0765，相

对扩大了 15.4%和 14.88%，年均增幅分别为 1.03%和 1.01%。对比来看，县域经济密度无论是在差异系数，还是极化指数的绝对

数值上，都基本大于县域人均 GDP，这说明县域经济活动效率与土地利用密集程度的生产水平集聚能力较高。然而，县域人均

GDP相应测度指标相对涨幅则高于县域经济密度，也说明县域人均 GDP差异和极化扩张速度正在加剧。根据国际标准，通常以基

尼系数 0.4作为衡量差异程度的“警戒线”，本文县域人均 GDP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 0.2—0.4 之间，而县域经济密度基尼系数

则略高于 0.4，说明县域人均 GDP整体差异处在适度范围内，但县域经济密度整体差异则较大。 

2.2  生活指标整体差异与极化效应缓慢波动 

县域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指标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1。1997—2011 年浙江省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

与极化指数波动特征比较明显，且基本保持一致，分别以 2003 和 2002 年为拐点，两者基本呈现“下降—上升”趋势，说明县

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差异和极化趋势表现出“减弱—增强”特征。 

1997—2011 年浙江省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波动中呈现“下降—上升—下降”趋势，主要分为三个时

段：1997—2002年(下降)、2002—2006年(上升)和 1997—2002年(下降)，但自 2002年后，两种差异系数变化均比较平稳，基

本维持在 0.12 和 0.03 左右，但也反映出浙江省江省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空间差异整体缩小。由此可见，与生产水平指标变动

一致性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指标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表现出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波动特征。对比来看，农村人均纯收入

整体差异与极化效应要大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说明前者不仅非均衡程度要高于后者，并且两极分化程度也较高。 

2.3  生产指标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大于生活指标 

对比表 1 和表 2 可知，生产指标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均大于生活指标，也说明了表征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水平整体差异与

空间极化程度要高于生活指标。此外，生产指标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的内部标准差远大于生活指标，也说明生产指标两项测量

内容的绝对波动幅度要大于生活指标。 

表 1  浙江省县域生产差异与空间极化演变过程 

Tab. 1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the productive difference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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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省县域生活差异与空间极化演变过程 

Tab. 2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the life difference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3  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比较 

根据计算公式可判别，基尼系数、ER指数与 TW指数仅能从宏观整体上测度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过程，但无法从地理分区的

标准上判别整体内部区际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的演变格局。鉴于此，为了揭示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过程的微观

作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与地域特征，按照三种不同地理分区标准，将浙江省 69个县域单元分别划分为二区域、三区域和四区

域。具体划分标准为：二区域是指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和浙西南地区(温州、金华、衢州、台州和丽

水)，依据《浙江统计年鉴》所制定的全省区域分类标准；三区域是指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浙南(温

州、金华和台州)和浙西南地区(衢州和丽水)，依据吕艳萍等的分类标准
[20]
；四区域是指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

兴和舟山)、浙南(温州和台州)、浙中(金华)和浙西南地区(衢州和丽水)，依据余鑫兴等的分类标准
[21]

。根据以上区域划分，下

文通过测算三种泰尔指数与 KZ指数，进一步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演变格局进行区际比较分析。 

3.1  二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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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比较结果见表 3。观察二区域泰尔指数地理构成分解，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区内差异(WT)，并

且以生产指标地区内差异为主导，同时保持稳定的变化态势。此外，生产指标地区间差异也要大于生活指标，同时呈现逐渐扩

大趋势，并且扩张幅度不仅大于生活指标地区间差异，也要大于生活指标地区内差异。四个变量地区内差异对自身整体差异的

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61.22%、87.12%、91.95%和 80.77%。县域人均 GDP和县域经济密度地区间差异分别从 1997年的 0.0371和 0.0483

扩大到 2011年的 0.0617和 0.0909，分别绝对扩大了 0.0246和 0.0426，相对增幅为 66.31%和 88.21%，年均增幅为 3.77%和 4.73%。 

表 3  浙江省二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 

Tab. 3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within regions of inter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wo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图 1为二区域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空间极化 KZ指数测算结果。图 1显示，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在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

之间的 KZ 指数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县域人均 GDP 的 KZ 指数数值最大，说明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极

化效应逐渐增强，尤以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县域人均 GDP 的空间极化程度最高，这也说明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县域人

均 GDP 两极分化现象日渐加剧，浙东北地区县域人均 GDP 领先优势愈发凸显。此外，二区域之间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人均纯收入的 KZ指数上升势头明显，两者年均增幅分别为 15.7%和 7.21%，远大于县域人均 GDP和县域经济密度 2.42%和 3.57%

的年均增幅，说明二区域之间生活指标的极化速度要高于生产指标。 

 

图 1  二区域之间 KZ指数变化趋势 

Fig. 1  KZindex trends between two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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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区域比较 

表 4为浙江省三区域县域经济发展泰尔指数地理分解与 KZ指数测算结果。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仍主要以生产指标

地区内差异为主导，四个变量地区内差异对自身整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59.93%、68.86%、76.78%和 62.56%。其中，在纳

入地理分区之后，如同表 1和表 3，县域经济密度无论是地区间差异，还是地区内差异，都要显著大于其余三个变量，这也再次

说明县域经济密度整体差异最大。同样地，生活指标内部，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整体差异也略大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 2 所示，三区域之间生产指标的 KZ 指数变动保持稳定，县域人均 GDP 和经济密度数值基本维持在 0.3—0.4 之间，而三

区域之间生活指标的 KZ指数则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在三区域地理分区条件下，三区域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指标极

化效应基本保持稳态，而生活指标极化效应则表现出扩大趋势。三区域之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 1997

年的 0.1706 和 0.2765上升到 2011年的 0.3067和 0.4810，绝对上升了 0.1361和 0.2045，相对涨幅为 79.78%和 73.96%，年均

增幅为 4.54%和 5.42%。尤其是，1997—2005年，三区域之间县域人均 GDP的 KZ指数要大于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而 2005—2011

年，后者 KZ 指数已超过前者。同时，直到 2011 年，三区域之间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KZ 指数已上升到与县域经济密度 KZ

指数持平。这也说明在三区域区划条件下，三区域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生活指标极化效应呈现出剧烈的分化态势，尤以三区域

之间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最高。主要原因在于，三区域中的浙西南地区(衢州和丽水)本身就处于浙江省经

济发展欠发达地区，所以在细化分区时，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差异特征更易凸显。 

表 4  浙江省三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 

Tab. 4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within regions of inter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3.3  四区域比较 

进行四区域比较的前提是浙江省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正式把浙中城市群定位为全省第四大城市经济圈，在浙中地区，

由金华市区政治中心与义乌经济中心双轮驱动所构建的“金—义都市区”成为浙中城市群发展的内在动力，义乌县域经济的崛

起也是浙江“省管县”与“强县扩权”的典型缩影。通过对比表 3、表 4和表 5可知，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生产指标地区间差异

和地区内差异大体均呈现上升特征，生活指标地区间差异亦是如此，但生活指标地区内差异则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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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尽管地区内差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生产指标或生活指标整体差异的主要源泉，但不同的是，生活指标地区内差异对其整

体差异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地区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则逐渐提高。不止如此，根据泰尔指数三种区域分解结果分析，浙

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生产指标与生活指标地区间差异四区域最大、三区域次之，二区域最小；地区内差异则是二区域最大、三区

域次之，四区域最小。质言之，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地区间差异与区域细分成反比，地区内差异则与区域细分成正比。 

 

图 2  三区域之间 KZ指数变化趋势 

Fig. 2  KZindex trends between three regions 

表 5显示，四区域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指标和生活指标的 KZ指数变化趋势与表 4所列基本一致。两者所不同的是，在

四区域区划条件下，浙江省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相对涨幅分别为 58.2%和 71.69%，年均增幅为 3.54%

和 5.45%，四区域之间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KZ 指数年均增幅略高于三区域。对比三种区域划分标准，存在两方面特点：一方

面，区域之间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指标或生活指标的极化程度也与区域细分成正比，即区域地理区分越多，区际之间浙

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越大；另一方面，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指标在三区域和四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变化趋势基

本保持稳定，只有在二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呈现增强趋势。 

表 5  浙江省四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 

Tab. 5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within regions of inter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four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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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区域之间 KZ指数变化趋势 

Fig. 3  KZ index trends between four regions 

4  主要结论 

第一，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指标整体差异程度和空间极化效应要高于生活指标。

具体表现为：生产指标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均呈现逐渐增强趋势，在生产指标内部，县域经济密度整体差异和空间极化程度均

高于县域人均 GDP，但县域人均 GDP的整体差异扩大速度要高于县域经济密度；生活指标整体差异与空间极化则存在不同程度的

波动特征，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差异与极化过程均一致呈现“减弱—增强”特征，而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极化过程变

动趋势与前者一致，但其整体差异变动则呈现“缩小—扩大—缩小”趋势；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整体差异和空间极化程度均高

于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二，泰尔指数三种区域地理分解结果显示：①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主要以生产指标地区内差异为主；②生产指标和

生活指标地区内差异对其整体差异贡献程度要大于地区间差异；③生产指标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大体均呈现上升特征，也

包括生活指标地区间差异，但生活指标地区内差异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发展地区间差异与地理分区个数成反比，地

区内差异则与地理分区个数成正比。 

第三，三种区域地理分区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极化过程特征如下：①在二区域地理分区条件下，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

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指标和生活指标极化效应均呈现逐渐增强趋势，两极分化现象加剧；②生产指标在三区域和四区域之间的

极化效应变动基本保持稳定，生活指标则在三种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均呈现显著增强趋势；③生活指标在三种区域之间的空间

极化速度要显著大于生产指标，尤其以县域农村人均纯收入极化增强过程最为明显；④区域之间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程度

与地理分区个数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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